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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经济 

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樊祖洪 熊康宁 李亮 郭琼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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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 喀斯特研究院/国家喀斯特石漠化 

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探究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与演变趋势，对科学评价该地区生态治理效益与

实现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典型喀斯特生态脆弱区贵州省为例，基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

展数据，构建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耦合度模型定量分析

了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状态与耦合度演变趋势。结果表明：2000～2019年，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综合评

价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则保持稳步上升态势，二者之间由“经济滞后型”逐

步演变为“生态滞后型”。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从 0.2680 增长至 0.6606,耦合协调

状态由中度失调水平演变为初级协调水平。耦合度呈现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系统经历了从耗损发展向协调发展的

转变，说明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显现出趋向协调的发展态势。研究表明，贵州省应继续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优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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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是由农业生态与农业经济两个子系统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交互耦合作用构成的复杂巨

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地关系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2]。作为构成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两个子系统，

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二者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耦合关系。一方面，农业经济系统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生态系统提

供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并受农业生态系统自身属性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系统又反作用于农业生态系统，合理的农业生

产有利于促进农业生态系统趋向协调，反之则会导致农业生态系统失衡。因此只有不断促进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耦

合协调发展，才能发挥二者之间的积极作用和协调效应，从而推动整个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有序发展
[3]
。 

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国外学者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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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7,8]及分析方法[9,10]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究。国内对于生态经济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区域农业生

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研究内容集中在系统的耦合协调内涵[11]、分析方法与模型构建[1,12]、耦合协调

性评价
[13,14]

、影响因素及调节路径
[15,16]

等方面。其中有关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性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评价方法主要

采用耦合度与耦合协调模型[17,18]、系统动力学模型[19]、能值分析方法[20]与结构方程模型[21]等；研究对象涉及不同尺度的行政区域
[14,15,16,17,19,21]、地域[13,22]及流域[3,18,20]等。已有研究对揭示区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多数研究仅能反映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静态耦合问题，较少揭示系统的动态耦合过程；同时，该领域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于中东部省区、黄土高

原等地，缺乏对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的相关研究。 

以贵州省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是我国重点脆弱生态区[23],该地区生态系统变异性及敏感性强、环境承载力低、灾害

承受阈值弹性小
[24]
,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长期双重影响下，产生了以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基岩大面积裸露为主要特征的石

漠化现象，严重的石漠化问题成为制约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25,26]。为遏制生态环境退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我国针

对喀斯特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并取得显著成效，尤其进入本世纪，石漠化加剧势头得以遏制并出现逆转，生态治理效

益凸显[27]。在这一背景下，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如何?目前尚未见相关报道。 

鉴于此，本文以典型喀斯特生态脆弱区贵州省为例，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视角，基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数据，构

建了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选择静态耦合与动态耦合相结合的方法，旨在阐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

发展状况，揭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探究生态治理背景下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性水

平与耦合度演变趋势。以期丰富喀斯特地区生态治理效益评价方面的研究，并为该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

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内陆腹地，位于云贵高原东部，介于 103°36′E～109°35′E、24°37′N～29°13′N之间，总面积

17.62 万 km2,下辖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毕节、铜仁、黔东南、黔南和黔西南 9个市(州)。全省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水热资源充足，年平均降水量 1178.6mm,年均气温 15℃。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貌类型主要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等，是

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省内岩溶地貌发育典型，喀斯特出露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61.9%,

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背景，加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导致贵州省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监测表明，至

2016 年底贵州省石漠化分布面积仍有247 万 hm2[28]。同时，贵州省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是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严重的石漠化问题不仅制约着贵州省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威胁到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生态安全[27]。因此，分析贵州省农

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探究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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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区概况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涉及的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贵州

省统计年鉴》,石漠化数据来自《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和《中国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公报(简版)》[28,29],缺失数据利用年均增长

率进行补充，部分数据经计算获得。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选取与权重计算 

(1)指标选取 

构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研究的基础。在借鉴已有研究和考虑数据可

得性的基础上，本文遵循指标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构建了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表 1),力求全面反映生态治理背景下喀斯特地区农业生态经济概况。其中，农业生态系统选取森林覆盖率、年降水量、农作物

受灾率、耕地面积、农作物有效灌溉率、农用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石漠化面积、当年造林面积、水

土流失治理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 12个指标。农业经济系统选择第一产业占 GDP比重、农业产值、林业产值、畜牧业产值、渔业

产值、粮食产量、主要农作物单产、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村用电量、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和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 12个指标。 

(2)指标权重的计算 

由于收集的各项指标数据单位不一，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由此本文采取极差变化法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方

法如下： 

 

式中：xij为第 i 年第 j 项指标的统计值；Xij为对应的标准化值；max(xij)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min(xij)为第 j 项指标的

最小值。 

为消除标准化后数值 0的影响，本文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平移处理，令 bij=Xij+1。在此基础上，运用熵权法确定各项选取的评

价指标权重，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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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j为第 j项指标的信息熵；1-Ej为第 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m为年度数；n为指标数；Wj为第 j项指标的权重。 

综合公式(1)～(5),计算得到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结果(表 1)。 

表 1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农业生态系统 

自然条件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0.0767 

年降水量 mm 正向 0.0451 

农作物受灾率 % 负向 0.0698 

农业资源 

耕地面积 103hm2 正向 0.0671 

农作物有效灌溉率 % 正向 0.1040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 kg/hm2 负向 0.0967 

农药使用量 kg/hm2 负向 0.0704 

生态治理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kg/hm2 负向 0.0871 

石漠化面积 万 hm2 负向 0.1019 

当年造林面积 10
3
hm

2
 正向 0.0563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03hm2 正向 0.1184 

旱涝保收面积 103hm2 正向 0.1065 

农业经济系统 农业产业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 负向 0.0516 

农业产值 亿元 正向 0.1058 

林业产值 亿元 正向 0.1028 

畜牧业产值 亿元 正向 0.1004 

渔业产值 亿元 正向 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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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 

粮食产量 万 t 正向 0.0335 

主要农作物单产 kg/hm2 正向 0.0344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0953 

生产投入 

农业机械化水平 kW/hm2 正向 0.0839 

农村用电量 亿 kW·h 正向 0.0906 

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亿元 正向 0.1140 

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 亿元 正向 0.0765 

 

2.2.2 评价模型与计算方法 

(1)综合评价模型 

本文运用加权法计算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公式为： 

 

式中：Si为第 i年某一系统的综合评价值；Wj为第 j项指标的权重；Xij为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2)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判断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程度，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30],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为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协调指数；S1代表农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S2代表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

数；T 为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 和 β 分别表示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的权重值，本文认为在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

生态和经济同等重要，故 α=β=0.5。D 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0≤D≤1,D 越大表明系统协调关系越好，协调水平

越高
[31]

(表 2)。 

(3)耦合度模型 

参照贝塔兰菲的一般系统理论
[32,33]

,通过分析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速率，揭示农业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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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分类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类型 

0～0.09 极度失调 0.5～0.59 勉强协调 

0.1～0.19 严重失调 0.6～0.69 初级协调 

0.2～0.29 中度失调 0.7～0.79 中级协调 

0.3～0.39 轻度失调 0.8～0.89 良好协调 

0.4～0.49 濒临失调 0.9～1 优质协调 

 

系统的耦合度演化过程，计算公式为： 

 

式中：A、B分别表示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的演化状态；VA、VB分别表示两个系统的演化速度。 

为直观感知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 V,在二维平面上分析 V 的变化，以 VA、VB为变量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根据 V 的

椭圆形变化轨迹中 VA、VB夹角θ的取值，判断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演化过程与阶段特征，耦合度θ的计算公式为： 

 

依据θ的取值范围，可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度演变过程划分为以下阶段[14]。 

表 3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状态及特征 

系统演变阶段 耦合状态 θ值 耦合特征 

协调发展阶段 协调耦合 

0°<θ≤45° 经济发展速度小于环境演化速度，生态资源利用不足 

45°<θ≤90° 经济发展速度大于环境演化速度，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有约束和限制作用 

耗损发展阶段 不协调耦合 90°<θ≤180° 经济高速发展，生态出现退化趋势 

恶化发展阶段 衰退耦合 180°<θ≤270° 生态衰退，伴随经济负增长 

恢复发展阶段 修复耦合 270°<θ≤360° 生态环境快速恢复，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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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综合评价指数 

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S1)在研究期内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图 2),具体来看，2000～2008 年，S1 由

0.4135波动下降至0.2029,下降了 50.93%,说明这期间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加大，农业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受长期粗放的农业生

产经营方式影响，这期间贵州省石漠化面积持续扩张，农化利用效率低下，农业污染问题严重，加之农业生产基础差、底子薄、

层次低等，致使农业生态系统趋向恶化；虽然这期间贵州省生态环境治理得到重视，诸如退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水土流失

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持续开展，但治理效益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S1呈下降趋势。2009～2019 年，S1整体保持增长态

势，从 0.2912 上升到 0.8340,增长了 186.40%;其中 2011 年因旱灾影响导致 S1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增长态势，说明该

时期生态治理效益凸显，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自 2008年起，石漠化治理作为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正式展开，在“加大生态

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加强石漠化治理”的背景下[34],贵州省石漠化面积逐渐减少，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

农作物有效灌溉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逐年递增；同时，农药、化肥使用量得到控制，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治理得到正

向反馈，S1呈持续增长态势。 

 

图 2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及比值 

2000～2019 年贵州省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S2)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图 2),由 2000 年的 0.0499 增加至 2019 年的

0.9131,上升幅度为 1729.86%,年均上升了 91.05%,说明研究期内贵州省农业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尤其是 2012以来增势明显加快。

这主要得益于政策的支持，2012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贵州

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战略定位和政策措施，中央对贵州省发展支持力度空前加大。在农业领域，指出“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

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走高产高效、品质优良、绿色有机、加工精细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在这一背景下，贵州省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农业产业发展迅速，S2稳步上升。 

从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对比关系来看，二者由“经济滞后型”逐步演变为“生态滞后型”,为更好

分析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本文运用农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与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比值 S1/S2

来进行进一步分析。由图 2可知，2000～2019 年，S1/S2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具体来看，2000 年二者比值为 8.28,为研究期内

最大值，说明这时期贵州省农业生态环境总体较好，但农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后，在贵州省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二

者比值迅速下降，2011 年以后，二者比值小于 1,且趋于稳定，在 0.75～0.91间波动。从二者比值的变化可知，在农业经济快速

发展的过程中，贵州省农业生态环境修复取得一定成效，但农业经济发展速度整体快于农业生态系统改善速度，说明农业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协调[35]。 

3.2 耦合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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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内，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D)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图 3),从 2000 年的 0.2680 增长至

2019 年的 0.6606,耦合协调状态由中度失调水平演变为初级协调水平。 

2000～2013年，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虽呈波动上升趋势，但 D值徘徊于 0.2680～0.4916 之间，系统

处于失调状态。这期间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发展步调逐渐趋于一致，二者差距逐渐缩小，但受脆弱生态环境限

制，D 值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不高。2014～2019 年，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保持稳步上升趋

势，D值由0.5385 增长至 0.6606,系统迈入协调状态。这时期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同步快速增长态势，促使 D

值稳步上升，说明贵州省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二者之间逐步呈现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协调发展态势，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都取得显著效益。自 2014 年起，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进入勉强协调水平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持续向好，这说明长

期的生态治理和经济发展投入逐渐发挥正向效应。同时，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间的良性发展，也表明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农业经

济是相互促进、相互适应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而经济的发展也会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而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总体来说，2000～2019 年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是从低水平的经济滞后失调型逐步发展为

高水平的生态环境滞后协调型。 

 

图 3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 

3.3 耦合度演变趋势 

对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曲线进行非线性拟合，得到以下方程： 

 

式中：x 的取值范围为 1～20,分别对应 2000～2019 年。依据公式(10)～(12)计算得到表 4。结合表 3和表 4可知，贵州省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呈现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θ值从2000 年的 168.19°下降至 2019 年的 42.84°,系统经历了耗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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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调发展两个阶段，耦合状态从不协调耦合演变为协调耦合。 

表 4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度 

年份 VA VB θ 

2000 -0.0507 0.0106 168.19° 

2001 -0.0429 0.0148 160.97° 

2002 -0.0351 0.0190 151.57° 

2003 -0.0273 0.0232 139.64° 

2004 -0.0195 0.0274 125.44° 

2005 -0.0117 0.0316 110.32° 

2006 -0.0039 0.0358 96.22° 

2007 0.0039 0.0400 84.43° 

2008 0.0117 0.0442 75.17° 

2009 0.0195 0.0484 68.06° 

2010 0.0273 0.0526 62.57° 

2011 0.0351 0.0568 58.29° 

2012 0.0429 0.0610 54.88° 

2013 0.0507 0.0652 52.13° 

2014 0.0585 0.0694 49.87° 

2015 0.0663 0.0736 47.99° 

2016 0.0741 0.0778 46.39° 

2017 0.0819 0.0820 45.03° 

2018 0.0897 0.0862 43.86° 

2019 0.0975 0.0904 42.84° 

 

2000～2006年，90°<θ≤180°,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处于耗损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协调的耦合状态。这期间农业生态

系统呈现不断退化趋势，而农业经济系统则表现出持续增长态势，生态与经济系统发展方向相反，说明农业经济的增长是以破坏

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的。这一阶段，虽然贵州省农业经济发展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由于粗放的农业经济活动打破了喀斯特地区

原有的脆弱生态平衡，导致该地区出现水土流失加剧，石漠化面积持续扩张及农业污染严重等生态环境问题，使原本脆弱的岩溶

生态环境渐趋恶化；同时，由于贵州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受灾率较高等，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趋势，使得农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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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受限，系统表现出不协调的耦合状态。 

2007～2017 年，45°<θ≤90°,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演化至协调发展阶段，系统呈现协调耦合状态。这一时期贵州省

农业生态系统恶化趋势发生逆转，而农业经济系统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势头，二者发展步调渐趋一致，系统呈现快速耦合协调趋

势，说明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之间逐步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演进。这期间随着石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贵州

省石漠化面积逐年减少，森林覆盖率、农作物有效灌溉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等正向指标稳步提升，生态修复工程取得积极成

效，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得以改善；同时，这期间贵州省农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生产方式的转变，

农业发展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更多地强调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从而推动整个系统的协调有序发展。 

2018～2019年，0°<θ≤45°,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态势进步一巩固。这一时期

贵州省农业生态优化速度快于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说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本阶段贵州省农业

生态与经济系统都维持较高水平的增长态势，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在深入实施生态

治理背景下，贵州省农业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生态治理项目逐渐发挥积极作用，环境承载力显著提高，系统自我维持、调节

功能增强；同时，随着农村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贵州省农业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质量明显提升，从而推动了整个农业

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但在农业经济系统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需要注重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作用，警惕农业经济

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典型喀斯特脆弱生态区贵州省为例，基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数据，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耦合度

模型定量分析了 2000～2019年间贵州省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状态及耦合度演变趋势。结果表明： 

(1)研究期内，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农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则保持着稳步增长

态势，且后者发展速度总体大于前者，二者之间的对比关系由“经济滞后型”逐渐演化为“生态滞后型”,这客观验证了喀斯特

地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本质，反映出其治理难度大、收效慢的特征。 

(2)研究期内，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从 2000年的 0.2680增长至 2019 年的 0.6606,

耦合协调状态由中度失调水平演变为初级协调水平，说明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关系持续向好，但由于生态系统发展的短

板效应明显，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仍处于较低水平。 

(3)研究期内，贵州省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呈现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θ值由 2000 年的 168.19°下降至

2019 年的 42.84°,系统经历了耗损发展与协调发展两个阶段，耦合状态由不协调耦合演变为协调耦合，说明贵州省农业生态经

济系统显现出趋向协调的发展特征，系统总体朝着协调耦合的方向演进。 

4.2 讨论 

贵州省作为典型喀斯特生态脆弱区，长期面临着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推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是

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实证表明，当前贵州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总体趋于协调发展，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持续向好，但

受脆弱的生态环境限制，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速度缓慢，水平较低，这与魏媛等[35]、王颖等[36]的研究结果一致。 

经济与环境是区域发展系统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实现二者间的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根基所在
[37]
。相关研究表明，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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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建设状况直接作用于生态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是以平

衡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如果没有生态建设的固基和推动作用，经济发展的成本将会增加，效应会大打折扣[30]。而在生态脆弱的喀

斯特地区，生态系统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发展是否协调
[36]
。因此，贵州省未来发展仍需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继续推进以石漠化综合治理为

代表的生态修复工程，保证生态治理政策的延续性，持续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同时，推动构建生态补偿激励机制[35],完善生态保

护规章制度，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一要增强生产者环保意识，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积极倡导清洁生产，

示范推广农业废物能源化工程，加强农业生产循环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建立稳固的“产—学—

研”体制机制，用科技支撑带动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二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大力发

展生态农业，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地高原省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致使其气候和生态条件复杂多样，具有发

展特色生态农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贵州省大力推进以茶叶、食用菌、刺梨等为主的 12大特色农业产业，发挥区域独特优势，

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也逐步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未来，贵州省应强化生态

农业发展力度，优化产业布局，突出产品特色，建立稳固的产销途径和利益联盟，更好服务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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